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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 汤显祖的思想相当驳杂 ,“道学”是最值得重视的因素 。“道学”形而上的内在精

神超越 ,赋予了汤氏独特的“思想者”气质 ,并进而影响他的文体选择。其古文理想和曲体价值

观 ,均显示出重道德理性的传统“杂文学”观念在晚明时期的回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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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感性”或“情感”的浓度 ,已成为学人考察晚明文艺的一种重要标尺。这一学术范式的形成 ,显然与近代以来因西学

东渐而日益明朗化的文学观念的转型有关 。然而 , 值得反思的是 , 当我们充分挖掘晚明文学的近代性乃至现代性内涵

时 ,是否有可能忽略另一个重要问题:作为话语主体 ,浸染于儒家政教思想中的晚明文人 ,与传统重道德理性的“杂文学”

(或“泛文学”)观念之间 ,表现出怎样的复杂关系?

以汤显祖为例 ,通过对“汤沈之争” 、《牡丹亭题词》等文献的解读 ,一个张扬文艺情感性的作家形象 ,早已深入人心。那

些趣味盎然 、率性活泼的诗歌 、曲作与尺牍 ,尤受推崇。然而 ,他某些以说理、议论见长的文字, 却没有引起更多关注。事实

上, 往往就在这类文字中 ,汤氏以一种相当理性的姿态参与着当时的思想论争与文学建设。因此 ,以之为考察对象, 不但能

对这个代表性的“言情”作家有更全面的理解 ,整个晚明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, 也有可能藉此而得到更为完整的呈现。

一 、“思”与“诗”的张力

汤显祖的思想追求相当驳杂 ,但“道学”无疑是需要正视的首要因素。万历丙辰年(1616), 或许是自觉到生命之光的黯

弱, 汤显祖写了一首《负负吟》绝句:“少小逢先觉 ,平生与德邻。行年踰六六 ,疑是死陈人。” ①“先觉” 、“德邻”云云, 是指那些

曾以“文章”或“道学”相期许的儒士, 与交往过的佛道中人无涉。这在诗序中有所明示:“予年十三 , 学古文词于司谏徐公良

傅, 便为学使者处州何公镗见异。且曰:̀文章名世者 ,必子也。' 为诸生时 ,太仓张公振之期予以季札之才, 婺源余公懋学、

仁和沈公楠并承异识。至春秋大主试余 、许两相国 、侍御孟津刘公思问、总裁余姚张公岳 、房考嘉兴马公千乘 、沈公自邠进

之荣伍 ,未有以报也。四明戴公洵、东昌王公汝训至为忘形交 ,而吾乡李公东明、朱公试 、罗公大紘、邹公元标转以大道见

属, 不欲作文词而止。睠言负之, 为志愧焉。”是究心于圣贤之学 , 还是徜徉于文艺之途, 汤氏一直未能做出断然选择 , 直至

暮年依然陷于无从排遣的困惑之中。事实上 ,“道”与“文” 、“思”与“诗”都是他所无法忘情的, 正如《与陆景邺》所云:“学道无

成, 而学为文。学文无成 ,而学诗歌。学诗赋无成 ,而学小词。学小词无成 ,且转而学道。犹未能忘情所习也。”

通观汤氏文集 ,其所谓“道” , 通常与宋明理学家成就圣贤人格的学说相关联 , 故其所谓“道学” ,就是宋明时期的新儒

学②。有研究者指出:“较之近代西方哲学以分而论之的方式处理认识界限 、道德实践 、终极关怀以及人的存在与本质等

问题 ,理学表现的是不同的立场 , 它在某种意义上将以上诸项化约为一个问题 , 即如何成圣(达到圣人之境)。” [ 1](第 1-2

页)这种以成就圣贤人格为旨趣的学说 , 被现代学者归结为“希圣之学” , 心性的辨析和人性的研讨是其重要内容 ,尤专注

于人的存在本质 、依据及其意义 、价值等问题。理学家普遍重视个体内在的精神超越 , 并以此无限的精神超越 , 来直面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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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物质性 、生理性的生命有限。汤显祖一生与诸多名儒交游 、亲善 ,也留下了一些探讨圣贤之“道”的文字(如《明复说》 、

《贵生书院说》),其所谓“道学” ,究竟与王阳明心学 、程朱理学和“异端之尤”李贽之间是怎样一种渊源 , 非本文所能详论 ,

但无疑 ,“道学”的入世传统 , 决定了汤氏一生的基本方向。少年时期曾问学于名儒罗汝芳 , 中年又震撼于罗氏“究竟于性

命如何 ,何时可了”的诘问 ,这种特殊的师生情缘 , 深刻地影响着汤显祖的抉择。既然为儒家彰显内在精神超越的“性命

之学”所吸引 , 汤显祖当然不会甘于作一纯粹的文士 ,虽然他无力在“道学”层面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。

然而 ,这岂是汤显祖个人的困惑? 明中后期随着官方意识形态逐渐失去统制力 ,“道” 、“圣” 、“文”相对和谐的传统关

系被动摇。“生死情切” 、“性命根本”是晚明知识者普遍的心理焦虑:对于有限的个体生命而言 , 思想追求(“学道”)与文

学追求(“为文” 、“诗赋”),何者才是最终的价值依托? 万历年间 , 有人强化了传统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”的理念 , 以道学 、

气节为本而以文辞为末 ,如汤显祖的友人邹元标。而在同样深受泰州学派影响的李贽 、焦竑和“三袁”那里 ,他们或以思

想批判见长 ,或偏爱于考史 , 或因文学而享有盛名 ,但细究起来 , 也都隐藏着一种内在的焦虑。如李贽 , 就是一个典型的

矛盾体 ,一方面他在《续焚书·与弱侯焦太史》书中劝勉焦竑说:“他年德行不成 ,文章亦无有 , 可悲也! 夫文学纵得列于

词苑 ,犹全然于性分了不相干 , 况文学终难到手乎” , 另一方面 ,又时常在文艺中寻求身心的自放 ,如《焚书·李生十交文》

所云:“游心于翰墨 ,蜚声于文苑 , 能自驰骋 , 不落蹊径 , 亦可玩适以共老也” 。深受李贽影响的“三袁” , 后世多视其为文

士 ,而他们自己却并不以文词为本。如袁宗道曾批评禅社诸友“可惜发卖(志)向诗文草圣中去” ,以至“耳根恐遂不闻性

命二字” [ 2](第 264页)。中郎则声称:“游惰之人 , 都无毫忽人世想 , 一切文字 , 皆戏笔耳 ,岂真与文士角雌较雄邪? 至于

性命之学 ,则真觉此念真切 , 毋论吴人不能起余 , 求之天下无一契旨者。俗士不知 , 又复从而指之 , 可笑哉!” [ 3] (第 495-

496 页)不同于“三袁”因熏染于佛学而质疑文学之于生命的意义 , 汤显祖主要立足于宋明儒家“希圣之学”的文化语境

中 ,去叩问自我的精神存在 , 并进而获得对文学价值的认同。

儒者一向重视“诗教” 、“乐教” , 但是 ,其指向并不是个人才情的自由发抒 , 而在于主体德性的完善和人伦社会的和

谐。孔子说“兴于诗” 、“成于乐” , 又云“游于艺” , 强调了审美愉悦对于个体成长的意义 , 但这是有条件的 , 必须与“立于

礼”和“志于道” 、“据于德” 、“依于仁”相结合。在儒家那里 , 个性化的审美活动并非为了追求纯粹的自由之境 , 而是要以

此为中介 ,将外在的强制性的人伦规范转换为内在的自觉自乐的欲求;如此一来 , 个体性的情感欲望就有可能与社会性

的伦理道德达成统一 ,并最终促进个人与社会 、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和谐。儒者就这样用文学 、艺术 ,在外在的伦理规范与

内在的情感欲求之间 ,搭建了一座桥梁。然而 , 感性的文学艺术与思辩的“性命之学”毕竟倚赖着不同的智力结构 ,更重

要的是 ,文学与道学的背后 , 隐寓着不同的人生取向和价值追求。就文人个体而言 , “诗”(文艺追求)与“思”(思想探研)

之间并非总能完美地和谐共处 ,而思维深处从未松懈的对于“道”的追问 , 必然赋予汤显祖一种独特的“思想者”气质 , 并

进而影响到他的文体选择。

二 、“馆阁大记”与“尚思立言”

在《答张梦泽》中 ,汤显祖阐述了他的古文观念。“丈书来 ,欲取弟长行文字以行。弟平生学为古人文字不满百首, 要不

足行于世。其大致有五……弟既名位沮落, 复往临樊僻绝之路。间求文字者, 多村翁寒儒小墓铭 、时义序耳。常自恨不得

馆阁典制著记, 余皆小文 ,因自颓废。不足行三也。不得与于馆阁大记 , 常欲作子书自见。复自循省 , 必参极天人微窈 , 世

故物情 ,变化无余 ,乃可精洞弘丽 ,成一家言。贫病早衰, 终不能尔。时为小文 , 用以自嬉。不足行四也。…嗟夫梦泽, 仆非

衰病 , 尚思立言。”显然 ,汤显祖不认为一切文字写作都可以视作“立言” ,自己所写“小墓铭” 、“时义序”不过是名位沮落后的

应酬之作 ,又如何能体现个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? 在《答李乃始》中 , 他颇有些无奈地辩解道:“仆极知俗情之文必朽 , 而

时官时人 ,辄干之不置 , 有无可如何者。偶而为之 ,实未尝数受朽人之请为朽文也。然思之 , 亦无复能不朽者。”只有“长行

文字”(或“古人文字”),才寄托了他的“立言”理想。而所谓“立言” , 背后所隐寓的其实就是精神性 、伦理性生命“不朽”的信

念, 因为“立言”自古就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联系在一起。

汤显祖最大的“立言”理想 ,是“馆阁典制著记” , 即参与朝廷制度 、典章文献的制定。它是有条件的 ,即仕宦生涯的成

功 ,而汤氏个性耿介 , 进士及第后拒绝了执政者的笼络 , 失去进入翰林院的机会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又被朝廷以“浮

躁”除名 ,终生都没有机会实现这一理想。只好退而求其次 ,“常欲作子书自见” 。博览诸子百家以成“一家之言” ,在某些

晚明文人那里 ,并非纯粹的书斋学问 , 而是先存有一个重整知识谱系 、服务人伦社会的用心。汤显祖才高博学 ,写作《明

复说》 、《贵生说》等理学论文之外 ,还精研了佛 、道经典 ,晚年还作过重修《宋史》的规划③。以这样广博的知识背景 ,是有

可能“成一家之言”的 ,但汤氏却以此为奢望 , 这既与他对自己才性 、思维结构的认识有关 ,也为仕途艰涩 、谪适边野 、偏居

江右等条件所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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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氏认为 ,选择了“古人文字”(“长行文字”), 就意味着在这种文体中投射了一种“不朽”的价值寄托。 这种理想主义

式的文体观念 ,一方面折射出唐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“文道合一”的儒家政教文学传统的影响 ,另一方面 , 也凸显出他个

人的思考。汤显祖《答李乃始》有云:“独自循省 ,为文无可不朽者。汉魏六朝李唐数名家 , 能不朽者 , 亦或诗赋而已。仆

于诗赋中 ,所谓万有一当。为丈不朽者 , 过而异之。文章不得秉朝家经制彝常之盛 , 道旨亦为三氏原委所尽 , 复何所厝言

而言不朽?”“不朽”之文应满足两方面的要求 ,首先是客观的写作条件 , 所谓“秉朝家经制彝常之盛” ,这并非写作者能作

选择的。再加上个人经历的偶然性 ,于是 , 所谓“不朽”只能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段 , 为特定的历史人物所体现了。另一

方面 ,汤氏认为 , 即便满足了这一外在条件 ,也不一定能写出“不朽”之作 ,不朽之文还必须满足第二个要求 , 即对儒 、佛 、

道“三氏原委”有所发展 、有所丰富。当世那些身兼理学名家的馆阁重臣 , 原本最有可能满足这两个条件 , 但汤显祖对“馆

阁之文”并不满意 , 故又在《答李乃始》中批评说:“仆观馆阁之文 ,大是以文懿德。第稍有规局 ,不能尽其才。久而才亦尽

矣。然令作者能如国初宋龙门(宋濂)极其时经制彝常之盛 ,后此者亦莫能如其文也。”

推重宋濂是汤显祖参与晚明文学论争时一个旗帜鲜明的主张 ,《玉茗堂选集》的辑刻者沈际飞敏锐地注意到这点 , 他

认为:“临川独推崇宋景濂先生 ,以其文质而古 , 不描头画角也” , 但是 ,这只道出了表层的原因。更重要的是 , 这与宋濂独

特的历史地位有关。明人视宋濂为“开国文臣之首” ,其文则被视作“有明文章正宗” ,他的文坛宗师身分 、为帝王师的政

治地位 、对有明一代典章制度的贡献 、任《元史》总裁官的荣耀 , 这些都足以使宋濂成为士大夫的人生楷模。宋濂也是明

初重要的居士 ,他熟悉佛家经典 , 主张将佛家的心性学说与儒家的孝道理论相互贯通 ,以实现“化民归俗” 、“使人趋于善

道”的政治伦理目的 , 这与汤显祖对于“三教”的看法也有能相互切近之处。

宋濂曾张扬一种尊崇宋文的观念:“自秦汉以来 ,文莫盛于宋 , 宋之文莫盛于苏氏” [ 4] (第 1575 页), 这与汤显祖的文

学理想也存在着某些契合。汤氏对标举汉唐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, 其《答王澹生》认为:“汉宋文章 , 各

极其趣者 ,非可易而学也。学宋文不成 , 不失类鹜;学汉文不成 ,不止不成虎也” 。宋代的文章之学相比于汉唐时期更为

发达 ,“长行文字”对于法度 、规矩的追求已经从感性的自觉上升到了理性的自为 , 初学者以宋文为规摹对象 ,尚有径可

寻 ,较之于直接取法于秦汉古文 , 当更容易入手。钱谦益《汤义仁先生文集序》引汤氏自述 ,称其“氾滥词曲 ,荡涤放志者

数年 ,始读乡先正之书 , 有志于曾 、王之学” ,所言应有据 , 乡邦意识或正是汤显祖推重曾巩 、王安石的一个重要原因;但更

主要的是 ,曾巩 、王安石的古文总体而言重理致 、黜情趣 ,这与汤显祖要求“古人文字”在“道旨”方面能发扬 、丰富“三氏原

委” , 体现出一致的思路。

围绕着对宋濂其人其文的推重 ,汤显祖巧妙地从外部条件和意旨内涵两个向度 ,完成了其“立言”理想的表述;既对

当世“以文懿德”的馆阁之文作了批判 ,又在“馆阁之文”这种独特的文字形式中 ,寄予着人生“不朽”的价值期待。

仔细推究 ,汤氏所期待的“馆阁典制著记”并非纯文学的范畴 , 更类乎传统的“泛文学” 或“杂文学” 。所谓“馆阁大

记” , 也可以与一向为才情之士所轻视的“台阁体”联系在一起 。明中后期不管是主导文坛复古主义的“七子”派 , 还是提

倡抒写自我的“性灵派” ,雍容醇雅 、平易典则的“馆阁之文”一般而言 , 都是他们排挤的对象。汤显祖却有所不同。这种

独特的文学抱负 ,既体现了汤显祖不偶于俗的气质 ,也与江右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, 更折射出传统“杂文学”或“泛文

学”观念的深厚影响。

明代浑厚 、醇正的馆阁文风初兴于洪武时期 ,永乐后期至宣德 、正统年间 , 馆阁文风大盛 , 出现了以“三杨”为代表的

一批“台阁体”作家。台阁体作家多出身于翰林院 ,且反映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 , 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乙集《周讲学

叙》云:“国初馆阁 ,莫盛于江右 ,故有`翰林多吉水 ,朝士半江西' 之语” 。汤显祖出仕之后 , 或显或隐地流露出维护江右文

化传统的地方意识 ,与领袖群伦的吴地文人存在一定矛盾 , 这或许是他自恨“不得与于馆阁大记”的心理依据。另一方

面 ,台阁体作家并非纯粹的文墨之徒 , 他们秉持朝政 、掌控文运 ,推赏宋人欧阳修 、曾巩的文风 ,又受到朱熹理学及其后传

的影响 ,从某种意义上讲 , 体现了儒者“政统” 、“道统”与“文统”三合一的理想。尽管汤显祖对“台阁体”并没有褒扬之辞 ,

其“道学”理念也与正统理学有较大的差异 ,但以一个儒者的担当意识和“立言”理想的熏染 ,对“馆阁大记”寄予厚望是不

难理解的。事实上 ,汤显祖对当代“以文懿德”的“馆阁之文”并不满意 , 倘若他能进入翰林院 , 或也能如袁宗道 、黄辉 、陶

望龄等人一样 ,对古文领域的“翰林体”和“王李之学”有所改造或更新。

王阳明心学高扬人的超越精神和自我意识 , 这既为晚明士人摆脱正统意识形态的约束提供了思想基础 , 也导引出一

股片面崇尚主观 、偏离规范 、空疏冶荡的流弊。王门后学往往被认为是这一流弊的制造者 , 然据现代学者龚鹏程研究 , 罗

汝芳虽然坚持着王学的基本精神 ,但另一方面 ,他的学说中也内蕴着一种博古 、讲史学 、考制度的路向④ , 这些对于晚明

傲诞 、空疏的士风和文风而言 , 已有所反拨了。汤显祖乡居后 , 将“立言”理想寄托于“馆阁典制著记” ,又推崇宋濂 ,考究

宋史 ,这些既体现出他对传统儒家的某些回归 ,也与罗汝芳及其后学焦竑表现出趋近的学术取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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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第 5 期 程　芸:“道学”与汤显祖的文体选择

三 、“大者不传 ,或传其小者”

汤显祖《答张梦泽》以一种理想主义式的文体选择 , 排斥了“长行文字”抒写个人化 、生活化情感的功用。他主张 , 既

为古文 ,便寄寓着“不朽”的人生哲学 , 其内容意旨就应切近“三氏原委” 。在《答张梦泽》中 ,汤氏又云:“韵语自谓积精焦

志 ,行未可知” ,语意微妙 , 包含着多种心态。“韵语”与“长行文字”对应着使用 ,且多次出现 , 主要指韵文形式的诗 、赋 , 但

联系汤氏其它言论 ,不妨推而广之 , 也包括用韵的曲体文学。

《答李乃始》中一段文字与《答张梦泽》立意接近 ,可以相互释读。“弟妄意汉唐人作者, 亦不数首而传。传亦空名之寄

耳。今日佹得诗赋三四十首行 ,为已足。材气不能多取 , 且自伤名第卑远 , 绝于史氏之观。徒蹇浅零碎 , 为民间小作 , 亦何

关人世 ,而必欲其传。词家四种, 里巷儿童之技 ,人知其乐 , 不知其悲。大者不传, 或传其小者。制举义虽传 ,不可以久。皆

无足为乃始道。”声称自己的作品与“人世”无所关涉 , 这当然是谦辞 , 但也表明他推崇关切世道 、着意民生的有为之作。对

于《四梦》 ,汤显祖自信它们必将世传下去 ,不过 ,这毕竟不符合他的“立言”理想 ,因此 , 他又有“人知其乐 ,不知其悲, 大者不

传, 或传其小者”的感慨:一方面, 汤氏意识到《四梦》将给他带来永远的荣誉 , 但这些毕竟并不是他理想中的文体, 而另一方

面, 汤显祖在这种品位低俗的文体中 , 也传达了他对社会历史 、世道民生 、人性人情等多方面的思考, 如果世人只是痴迷于

戏剧性场景的闹热 , 必将忽视《四梦》深刻的主旨 ,更不能明了作者内心的失落。

至于八股文 ,汤显祖的态度也是相当矛盾的。汤氏“制义”在当时享有盛名 ,广为流播。出于求取功名 、显身荣祖的传

统心态 ,汤显祖对幼弟、子侄的八股文也寄予了厚望 , 曾“取国朝省会诸元作 ,定为`正清' 、̀ 侧清' 之目” , 并以此来督导后

辈。但他一生发扬才情 、标举创新 , 中年以后更服膺尊重自然人性、张扬个体意志的泰州之学 , 从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八股文

对灵性的戕害, 故其《光霁亭草序》有云:“童子之心 , 虚明可化。乃实以俗师之讲说 ,薄士之制义, 一入其中 , 不可复出。使

人不见泠泠之适 , 不听纯纯之音” 。“童子之心”本色自然 ,却为功名心所熏染 ,以至于性情被桎梏 、被扼杀 , 这实在是人生的

大不幸。因此, 汤氏又云:“制举义虽传 ,不可以久” ,对八股文写作的意义作了最终的否定。

不管是诗赋 、古文 、八股还是词曲 ,汤显祖在这些文体中都没有寻获到最终的价值依托。生命有限的烦恼 , 固然可以通

过“道学”的内在超越去减轻 ,然而 ,生命价值的无着 , 却不能通过“立言”形式来弥补。这些痛苦 , 既是汤显祖个人的 , 也相

当典型地体现出晚明文人曲家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。

明中叶以后 ,以戏曲 、小说为代表的低俗文体 ,虽然已进入到了文坛疆域的中心 ,但根深蒂固的文体尊卑观却是难以彻

底扭转的。例如 , 徜徉词曲 、喜好新声的屠隆在为梁辰鱼《鹿城诗集》作序时 , 就以一种掩饰性的笔墨来描述这位对昆腔新

声的崛起作过开创性贡献的曲家:“伯龙少时好为新声 ,是天下之绝丽 ,余闻而太息。以彼其才 ,令力追大雅 ,上可东阿 、萧

统, 下不失为王江陵、李王孙 ,而胡乃自比都尉 , 侈为艳歌? 是以龙骥捕鼠也。近始得其古近体 ,俊才丰气, 往往合作 , 益大

欣赏 , 其始一何皮相也。” [5](第 35 页)然而事实上 ,据《昆山人物传》等文献 ,梁辰鱼晚年犹好词曲 ,甚至有“载酒放歌 , 绕城

一匝”的风雅之事。屠隆显然是以传统的文体尊卑观和文人理想为依据 ,对梁辰鱼的文学活动作了选择性的“过滤” 。

晚明时期 ,此类大谈“曲道” , 又等闲视之的言论 ,并不鲜见。虽然曲体文学尤其是以付诸舞台为旨归的戏曲文学 , 可

以包容诸多不同的文体因素 ,还可作出“场上之曲”和“案头之曲”的区别 , 而且事实上 ,曲体已经分担了诗文“言志” 、“载

道”的功能 , 但是 ,视曲体为小道末技的偏见非但没有消亡 ,反而与尊崇诗文的传统思想之间 , 愈加鲜明地体现出价值观

的分疏。对于那些卑视曲体 ,又苦心为其辩护的文人曲家而言 ,舒缓这一矛盾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视其为“游戏笔墨” 。

如此一来 ,曲体文学既因为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才情而拥有了存在价值 ,个人也获得了徜徉此道 、乐此不疲的心理依据。

但是 ,晚明曲体尊卑观的背后 , 毕竟隐寓着文学理想与文学实际 、文人风尚之间的巨大落差。嘉靖以后 , 随着以昆山

腔为代表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日益精细 ,曲体文学的写作总体而言也愈加雅致。形式多样 、音律活泼 、声韵自由的民间小

曲通常不为士大夫所留意 ,“本无宫调 ,亦罕节奏”的南戏大体完成了雅俗嬗变的进程 , 北杂剧和北散曲则日益式微 ,于是

杂糅了南 、北曲调的体制化 、规范化的文人传奇成为曲体的主流样式 , 也为士大夫染指“韵文”提供了一种更加时尚性的

选择。然而 ,一个关切民生疾苦 、探究人生意义的儒家知识分子 ,是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学理想的。汤显祖的好友 、安

徽曲家梅鼎祚 ,心态便与汤氏相近。曹学佺《赠梅禹金序》这样评价梅氏曰:“盖不欲以词章自好 , 而以儒者为己任;不欲

为一时之名 ,而褒然举千百世而嗣续之者也。禹金所著有《鹿裘石室》诸篇 , 其为诗文若干 , 又所裒辑《古乐苑》 、《文纪》 、

《书记洞诠》等书 ,夫岂无意哉。”“词章”与“儒者”的关系 , 并非如曹氏所理解的那样 ,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,它们一直存在着

相互勾通的契机 ,如明初的馆阁重臣在《元史· 儒学传序》中就曾主张“经义 、文章 , 不可分而为二” 。然而 , 到了晚明时

期 ,某些文人刻意地对此加以区分 , 这既反映了明中叶以后价值观的多元 , 纯文学的审美品性得以彰显 , 从另一个角度

看 ,恰也是“文统”与“道统”合一的谱系观念得以强化的显证。而“文统”与“道统”的强化 , 必然要导致偏重道德理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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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杂文学”或“泛文学”观念的回潮。

“道学”的纷争融合 、文人价值观的多元互补 、文学创作的新旧矛盾 、戏剧形态的雅俗嬗变 ,明中叶以后的这些宏大的

思想文化动向都聚合于汤氏一人 ,为其所濡染 、所感知。汤显祖没有实现文学理念的近代转型 , 但真实地记录了他个人

的矛盾 、困惑 , 为后人留下了窥测晚明思潮的重要窗口。

注　释:

①　本文所引汤显祖诗文 ,皆以徐朔方笺校《汤显祖全集》(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)为据。

②　冯友兰指出:“韩愈提出`道' 字 ,又为道统之说。此说孟子本已略言之 ,经韩愈提倡 , 宋明道学家皆持之 , 而道学亦遂

为宋明新儒学之新名。”见《中国哲学史》下册第 803—804 页 ,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。

③　据《明实录·神宗实录》卷二六四 ,万历二十一年(1593)礼部尚书陈于陛上疏请修本朝正史 , 约四年后因故止 ,但已

在士大夫中产生广泛影响 ,汤显祖交游包括刘应秋 、焦竑 、袁宗道 、王一鸣等人皆参与其事 , 这或是汤显祖有意撰史

的一个动因。

④　龚鹏程认为 ,罗汝芳学说中有一种“通过博古传今 、斟酌损益以蕲于至善”的动向 , “这便是博学于文的工作 , 也须考

史。阳明学发展至此 ,乃开出博古及讲史学考制度的路向。近溪之后 ,有焦竑这样的人物 ,是不足为奇的。明代末

年那种博学考文证史讲制度的风气 ,虽或起于王学之反动 ,或另有渊源脉络 , 然罗近溪 、焦弱侯亦有以启之” 。见《罗

近溪与晚明王学的发展》 , 吴光主编《阳明学研究》第 48页 ,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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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versi ty ,majoring in t raditional opera histo 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.

Abstract:A mong the he terogeneous thoughts of TANG Xianzu , Tao most deserved recognit ion.

The int rinsic spiritual highness o f the metaphysical Tao endow ed TA NG w ith inimi table temperam ent

of “ thinker” and further inf luenced his choices of sty les.TANG' s ideals of classical prose and values

of t raditional Qu (ly ric verses)style both ref lected the re surgence of t radit ional “synthetic literature”

no tion w hich attaches im po rtance to mo rali ty as well as reason in the late M ing Dynasty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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